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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卷入度的调节作用

马二伟　 王登洋

摘要:在直播间中,部分带货主播被爆出负面品行信息后,仍有大量消费者在其直播间

进行消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似乎并未受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影响。 研究通过两项双因素

组间实验设计,从卷入度调节角度探究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以

及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卷入度在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与消费者购买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在高卷入度条件下

(高商品卷入度与高个人卷入度) ,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更为显

著。 基于研究发现,企业应依据商品卷入度选择合适的带货模式,同时带货主播需提升自

身可信性,以推动直播电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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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营销模式,对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

具有积极意义。 直播电商的兴起已引发人们对带货主播的关注,除明星、网红之外,一些普通用户,
甚至政府官员也纷纷加入直播带货大军。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 》显示,截至 2024 年

底,我国职业主播数量已达 3880 万人[1] 。 然而,随着主播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等问

题,带货主播负面信息被不断爆出。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

查报告》中,主播夸大其词、假货太多和主播虚假宣传等表述频频出现[2] 。 在各大媒体上,有关带货

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在市场营销领域中,既有负面信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代言人”这一范畴。 代言人是指以亲身感受与现身说法证明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与性能,以促进品牌

认知或实现特定目标的人[3] 。 一般来讲,当代言人出现负面消息后,广告主往往会与其解除或中断

代言关系,原因在于广告主认为代言人负面信息会玷污品牌声誉,影响商品销量,甚至可能造成“品

牌危机” [4] 。 与此同时,代言人负面信息还存在“连带效应” ,可能会导致企业出现潜在风险,如股票

价格下跌、利润下滑等[5] 。
在直播电商中,带货主播是连接消费者与商品或服务的基础,常通过亲身感受与现身说法来充

分解释商品详情、直观展示功能效果,并使用自身影响力和魅力来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因此,带货

主播具有代言人相关属性与功能,网红、明星、企业家及官员等各类带货主播不但能为商品质量背

书,还能起到品牌宣传作用。 然而与传统代言人不同,带货主播既是信息源又是交易中介。 他们不

仅承担产品信息告知与欲望唤醒,还通过互动建立信任,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6] 。 信息源特性理论

指出,信息源越可信,个体越容易产生心理内化,并会对信息产生更积极的接收态度[7] 。 已有研究发



现,消费者对代言人的信任会转移到其所代言的产品上[8] 。 因此,带货主播一旦被爆出负面品行信

息,会致使自身可信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消费者对其所推荐商品的态度与购买意愿。 但在现实直

播间中,部分带货主播在经历负面品行信息冲击后依然延续“销售神话” ,如张大奕深陷“小三风波”
后,仍有大量消费者在其直播间进行疯狂抢购,这些消费者似乎并没有受到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

的影响。 这种反常现象成为本文关注的问题,即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如何作用于消费者的购买

决策?
消费者购买决策主要基于消费信息的处理,二者不可分割,其过程是交互的,消费者会受到商品

或购买情境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卷入度[9] 。 卷入度是指某一刺激与个体内在需要、生活理想和兴趣的

关联程度,可理解为“事物与个人的关联性” [10] ,常被用于解释广告营销、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个体行

为[11] ,也是分析消费者品牌态度与购买决策的一个关键调节变量。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则认为,从
外部刺激信息输入到评价形成,行为个体会遵循中心路径或边缘路径,不同路径则可能带来差异化

的评价,而不同卷入程度则会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9] 。 在直播电商中,带货主播所营造的直播氛围

和所售卖的商品会引起消费者不同程度的卷入,从而可能调节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

决策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改变商品卷入度和操纵被试的个人卷入度两种方式,探究在

不同卷入条件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系

印象理论认为个体对于他人的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存在着非对称型判断,特别是在道德领域,
个体在评价他人时总会赋予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高的权重[12] 。 Lafferty 等研究发现在营销活动中

传播者的可信度会使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发生改变[13] 。 在直播电商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一定程

度上依赖于对带货主播的感知信任,已有研究表明带货主播的负面信息会导致消费者降低对该主体

的信任感[14] 。 因此,当消费者由于负面品行信息对主播失去信任时,会进一步影响对其所推荐商品

的态度和购买意愿。 更有实证研究表明,当个体受到负面信息刺激时,风险感知的敏感度将会提升,
往往会采取措施规避负面信息导致的不良后果发生[15] 。 因而当消费者接收到带货主播的负面品行

信息后,可能会通过拒绝购买来降低风险。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带货主播的负面品行信息会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二)卷入度的调节作用

卷入度是指某一刺激或任务与个体现有需要和生活理想相关联的程度[16] ,常被用于传播效果以

及受众主体因素的调节研究,如 Escalas 等研究发现受众购买意向受卷入度的调节[17] 。 卷入度一般

包括两个方面:商品卷入度与个人卷入度。
1. 商品卷入度的调节作用

商品卷入度是指不同类别的商品或服务所拥有的高低不等的卷入水平,可分为高卷入度商品和

低卷入度商品两类[18]47 。 高卷入度商品是指成本高昂、感知风险大且购买频率较低的产品或服务,
消费者购买决策时间长且复杂,例如汽车、智能手机等;低卷入度商品是指价格低廉、感知风险小且

购买频率高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时间短且易于出现习惯性购买行为,例如食品、日用品

等[19] 。 由于商品卷入度能够反映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的重视程度,因此商品卷入度在理解

消费者行为态度上能起到重要作用。 商品卷入度高时,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会大幅提高,导致其购买

决策过程也较为复杂,消费者倾向于反复搜寻商品信息,并谨慎思考各种风险因素,因为一旦决策错

误将会承担较高风险[20] 。 商品卷入度低时,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较低,往往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和精

力,甚至会省略掉信息搜寻过程而直接购买,即使出现购买失误,也不会承担较高风险[21]325 。 很显

然,对于高卷入度商品来说,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会进一步增加消费者风险感知,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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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消费者往往会谨慎购买有负面品行信息的主播所售卖的高卷入度商品。 对于低卷入度商品来

说,由于购买风险较小且消费者通常重复购买,容易对其形成消费偏好,因此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较小。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低卷入度商品,高卷入度商品条件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

响更强

2. 个人卷入度的调节作用

个人卷入度又被称为情境性卷入度,是指个体感知到的情境、信息等刺激与自身生活之间的相

关程度,可从个体主观唤醒程度或注意水平的角度来界定个人卷入度的高低[22] 。 如在观看电商直

播时,为给母亲购买生日礼物观看直播带货就属于高个人卷入度,而半夜失眠观看直播带货则属于

低个人卷入度。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则是建立在“个人卷入度”这一概念之上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该
理论认为个体会遵循中枢路径或边缘路径对信息进行处理[9] 。 当个体卷入水平提高时会启动中枢

路径,驱使其投入更多资源对刺激进行全面、精细加工评估;当个体卷入水平降低时会启动边缘路

径,往往不会投入过多资源进行深层认知加工,而更可能按照“省力原则” ,依赖于外周线索(如主播

可信度、可靠性、吸引力、粉丝数等)进行评估[23] 。 由此观之,在高个人卷入度购买情境下,消费者会

遵循中枢路径来对信息进行深度处理,此时消费者思维重点会更多关注商品本身,对主播所推荐商

品的属性信息进行全面仔细评估,分析商品特点后做出购买决策,而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等非直接与

商品相关的信息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则会被弱化。 在低个人卷入度购买情境下,消费者会遵循边缘路

径来对信息进行处理,往往依赖边缘信息或去关注非核心因素,此时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可能会更受

关注,并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相对于高个人卷入度,低个人卷入度情景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

响更强

三、实验一

在正式实验前需要确定实验材料所选择商品符合高 / 低卷入度商品要求,并且确定直播带货视

频和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操纵有效。 同时确保因变量购买决策的测量量表信度与效度良好。
首先,选定高 / 低卷入商品。 为保证实验过程的合理性及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避免因个别品类商

品可能导致的特殊结果,研究者在实验中对刺激材料进行了控制,考虑到本实验的被试主要以在校

大学生为主,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大学生普遍熟悉的商品作为刺激材料。 研究者对河南某高校 10 名

在校学生进行访谈,在访谈中要求其列出 5 个价位高、风险大且需要复杂购买决策的商品;5 个经常

购买但价格低廉、风险小,无需复杂购买决策的商品。 经过筛选出现 3 次以上价位高、购买风险大等

特征的商品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3 次以上价位低廉、购买风险小等特征的商品为零

食、洗衣液和纸巾。 通过与广告营销领域专家讨论,本研究选定智能手机代表高卷入度商品,零食代

表低卷入度商品,这两类商品符合大学生消费者的日常需求,与本研究大学生被试较为契合。 之后

又邀请 5 名男性被试和 5 名女性被试填写“ Vaughn 量表” [24] ,将自己购买智能手机 / 零食的感受在李

克特量表上进行打分( 1 ~ 7) ,以验证商品卷入度的操纵是否成功。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M智能手机 = 5. 53,M零食 = 3. 01;t(9)= 5. 358,p<0. 001,这表明对实验商品的高 / 低卷入度设置成功。

其次,确定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和直播带货视频。 本研究包含两类刺激信息:①直播带货视频;②
直播带货视频+负面品行信息。 为了更加贴近真实直播购物场景,借鉴范钧等[25] 的研究,本研究所

使用的直播带货视频刺激材料均来自直播电商平台真实直播间中的主播带货视频。 而负面品行信

息是指与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相违背的负面信息,包括违情型负面品行信息和违法型

负面品行信息,如吸毒、性丑闻、逃税漏税等。 但在现实中,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管理规定,带货主播如

有严重违法行为将无法继续进行直播带货,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带货主播的违情型负面品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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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播负面品行刺激信息设定为:该主播在屏幕前塑造出婚姻幸福、贤妻良母的人设,但近日有媒体

爆出该主播在夜店与一名陌生男子热舞,并一同进入酒店并彻夜未归的新闻,之后又有媒体爆出该

主播私生活混乱,婚内同时与多名男子暧昧不清的消息。
为了使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实验必须控制直播带货视频长短、内容和质量,也

需要排除被试对带货主播预设态度等因素的干扰。 研究使用四个标准筛选主播直播带货视频:①排

除奇装异服或有明显群体属性的主播;②主播为流量较小的素人女性带货主播;③为避免主播的语

言、表情、背景音等无关要素的影响,研究刻意选取主播介绍商品并催促消费者下单的画面;④为避

免视频长短对被试的影响,视频截取时长均为 90s。 根据上述筛选标准,研究者从抖音直播平台选取

一段 OPPO 手机直播带货视频、一段良品铺子零食大礼包直播带货视频,依据刺激物的风格和特点

配以主播信息。 随后,在拟定被试群体中随机抽取 20 人,测试被试群体对所选主播的熟悉程度(1 =
见过,2 =模糊,3 =没有见过)和喜好评价(1 =非常不喜欢,5 = 很喜欢) 。 前测结果显示,被试对主播

的熟悉度合适(M = 2. 7,SD= 0. 483) ,对所选主播的喜好评价处于中等(M = 2. 77,SD = 0. 599) 。 数

据结果表明主播信息材料设置成功,因而进入正式实验。
(一)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有 / 无) ×2(商品卷入度:高 / 低)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被
试在了解主播信息并观看直播带货视频后产生的购买决策,参照王霏等[19] 的研究,本研究从商品态

度和购买意愿两个维度对被试的购买决策进行测量,两个量表均为李克特 7 级量表,且 Cronbach􀆳s
 

α
系数值分别为 0. 887 和 0. 936,具有较高的信度。 量表及数据见附录①。

(二)被试

相关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女性和在校大学生为直播电商的主要用户,抖音 Top100 销售额直播间
中女性粉丝占比高达 72% [26] ,同时在校大学生也是时下主流的网购群体[27] 。 据此本研究选取河南

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以充分利用该群体的内部一致性优势。 本研究样本量的确定则采用

Gpower 软件进行计算,设置 α = 0. 05,power = 0. 8,经过计算,实验需要最低样本量为 125 人。 本实验

为两因素组间实验设计,因此分为 4 组,共 132 名被试,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107 人,年龄分布在

18 ~ 25 岁之间,均有直播购物经历,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
(三)实验程序

实验以团体形式线下进行,由同一名主试操作完成。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处理组之一,
确定被试需要观看的主播带货视频与主播信息,之后让被试观看主播带货视频与主播信息,观看完

毕后填写相关问卷。
(四)实验结果

1. 主效应检验

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 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对于商品态度,带货

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有无对消费者商品态度的主效应显著,F(1,128) = 12. 858,p<0. 001,与无负面

品行信息相比(M无负面品行信息 = 4. 75) ,有负面品行信息会降低被试的商品态度(M有负面品行信息 = 4. 04) ,
这表明消费者的商品态度受到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负向影响。 对于购买意愿,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

息的有无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主效应显著,F(1,128) = 31. 190,p< 0. 001,与无负面品行信息相比

(M无负面品行信息 = 4. 06) ,有负面品行信息会降低被试的购买意愿(M有负面品行信息 = 3. 00) ,这表明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在主播出现负面品行信息后显著下降,即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能够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H1 得到验证。
2. 交互效应检验

商品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息在商品态度上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商品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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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商品态度上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8) = 4. 644,p = 0. 033,这表明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会随

商品卷入度的不同对消费者商品态度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低卷入度、无负面

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商品态度均值为 4. 88,而在低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商品

态度均值为 4. 60,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0. 28,p= 0. 299。 在高卷入度、无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

商品态度均值为 4. 60,而在高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商品态度均值为 3. 47,两者之

间的差异为 1. 13,p<0. 001,见图 1。
商品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息在购买意愿上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商品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

息在购买意愿上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8) = 4. 406,p = 0. 038,这表明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会随

商品卷入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低商品卷入度、无
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为 4. 15,而在低商品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
费者购买意愿均值为 3. 49,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0. 66,p= 0. 013。 在高商品卷入度、无负面品行信息条

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为 3. 96,而在高商品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

值为 2. 50,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1. 46,p<0. 001,见图 2。 这表明相较于低卷入度商品,高卷入度商品条

件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更大,H2 得到验证。

图 1　 不同商品卷入条件下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

商品态度的影响

图 2　 不同商品卷入条件下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的影响

四、实验二

在实验前需要确定实验材料所选择的实验情景是否符合高 / 低个人卷入度的要求,并且确定主

播带货视频和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操纵有效。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为个人卷入度,因此需要操纵避免

商品卷入度对本实验的影响,控制其他干扰因素,考虑到巧克力是大学生普遍熟悉的商品,且是较为

常见的主播带货商品,因此将实验商品选择为巧克力。 研究者通过设定购买情境来操纵被试的个人

卷入度,观察个人卷入程度的不同是否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个人卷入度的操纵定义为被试对商品

的消费和购买行为与个人的相关性,基于此,本研究设定“无聊打发时间观看巧克力直播带货” (低

个人卷入度)和“为了给男 / 女朋友购买纪念日礼物观看巧克力直播带货” (高个人卷入度)两个不同

的情境来操纵被试的个人卷入度。
首先,对个人卷入度的情景设定进行操控检验。 研究者邀请 10 名男性被试和 10 名女性被试进

行前测以了解情景控制效果。 要求 20 名被试均要认真阅读“无聊打发时间观看巧克力直播带货”和

“为了给男 / 女朋友购买纪念日礼物观看巧克力直播带货”两种情景设定,之后分别填写“个人卷入量

表 PII” [28] 。 结果显示,高个人卷入度情景(M高个人卷入情景 = 5. 76) 下被感知个人卷入度显著高于低个

人卷入度情景(M低个人卷入情景 = 3. 57,t(19)= 8. 325,p<0. 001) ,个人卷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对被

试的高 / 低个人卷入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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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确定本实验所需的主播带货视频和主播负面品行信息。 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与实验一相

同。 主播带货视频的选择遵从实验一所确定的四个标准筛选,在抖音直播平台选取一段德芙巧克力

主播带货视频。 之后,在拟定被试群体中随机抽取 20 人,测试被试群体对所选主播的熟悉程度(1 =
见过,2 =模糊,3 =没有见过)和喜好评价(1 =非常不喜欢,5 = 很喜欢) 。 前测结果显示,被试对主播

的熟悉度合适(M = 2. 85,SD= 0. 366) ,对所选主播的喜好评价处于中等(M = 2. 9,SD = 0. 788) 。 数

据结果表明研究中主播带货视频材料设置成功,因而进入正式实验。
(一)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有 / 无) ×2(个人卷入度:高 / 低)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被

试在了解主播信息并观看直播带货视频后产生的购买决策,本实验购买决策量表题项与实验一相

同。 商品态度与购买意愿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分别为 0. 938 和 0. 944,信度较好。
(二)被试

按照实验一的标准与计算方法,本研究选取 134 名河南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分成四组,
其中男生 29 人,女生 105 人,年龄分布在 18 ~ 25 岁之间,均有直播购物经历,具有较好的样本代

表性。
(三)实验程序

实验以团体形式线下进行,由同一名主试操作完成,按照实验研究的惯常做法[24] ,运用指导语

诱导出被试不同的个人卷入度。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处理组之一,在观看主播带货视频和信

息前,不同组被试会看到不同的个人卷入度指导语。 高个人卷入度的指导语为:“下面即将播放一段

直播带货视频,在观看视频之前,请大家想象下,马上就是你和你男 / 女朋友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了,因
此,你打算在接下来视频中的抖音直播间精心挑选商品作为纪念日的礼物送给他 / 她。”低个人卷入

度的指导语为:“下面即将播放一段直播带货视频,在观看视频之前,请大家想象下,你习惯性打开抖

音直播间,正好刷到了接下来视频中的抖音直播间,其实你最近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商品。”之后

播放被试需要观看的主播带货视频与主播信息,观看完毕后填写相关问卷。
(四)实验结果

1. 主效应检验

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商品态度,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

有无对消费者商品态度的影响不显著,F(1,130) = 3. 811,p = 0. 053。 对于购买意愿,主播负面品行

信息的有无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显著,F(1,130) = 24. 721,p< 0. 001,与无负面品行信息相比

(M无负面品行信息 = 4. 05) ,有负面品行信息会降低被试的购买意愿(M有负面品行信息 = 3. 01) ,这表明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在主播出现负面品行信息后会降低,受到了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负向影响,本研究

的 H1 得到部分验证。 但是,实验结果出现了商品态度与购买意愿二者不一致的情况,推测可能原因

在于二者的影响路径不同。 消费者商品态度的形成或改变主要通过自身的信息学习与情感迁移,既
有研究发现,个体对于某一事物先前的认识或印象会影响其对这一事物当前的态度[29] 。 购买意愿

则更多受到产品、价格以及消费情景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本实验是通过设定购买情境来操纵大学生

被试的个人卷入度,因此大学生被试可能会更多关注对于商品的购买意愿,而非商品态度,其商品态

度可能还停留于先前的认识或印象。 另外,本实验所选商品为巧克力,大学生对巧克力的偏好普遍

较高[19] ,因此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可能难以影响到大学生被试对于巧克力的商品态度。
2. 交互效应检验

个人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息在商品态度上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个人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

息在商品态度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30)= 2. 969,p= 0. 087。 个人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息在购

买意愿上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个人卷入度和负面品行信息在购买意愿上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30)= 5. 109,p= 0. 025,表明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会随个人卷入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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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低个人卷入度、无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

均值为 3. 56,而在低个人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为 3. 00,两者之间的

差异为 0. 56,p= 0. 05,达到边缘显著。 在高个人卷入度、无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

值为 4. 56,而在高个人卷入度、有负面品行信息条件下,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为 3. 04,两者之间的差

异为 1. 52,p<0. 001,见图 3。 说明当消费者处于高个人卷入度时效果差异大于消费者处于低个人卷

入度,即高个人卷入度条件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比低个人卷入度条件

下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H3 未得到验证。

图 3　 不同个人卷入条件下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究了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作用机制,阐释了处于不同卷入度

(商品卷入度、个人卷入度)情境中的消费者面对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时购买决策的差异,并有效

解释了在带货主播出现负面品行信息后仍有大量消费者在其直播间进行疯狂抢购这一“反常”现象。
第一,主播负面品行信息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H1 成立表明,当带货主播出现负面品行

信息后,直播间消费者对于带货主播所推荐商品的态度与购买意愿将显著降低,负向影响消费者购

买决策,这一结果与既有代言人负面信息研究结论相一致。 在直播电商中,带货主播的负面品行信

息依然会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原因在于当带货主播被爆出负面品行信息后,消费者往

往会考虑其中的责任,进行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 而归因能够影响到个体期望的改变和情感反应,
归因后果又会促动个体后继行为[30] 。 污名理论认为,如果个体认为某人应该对负面事件负责时,个
体会做出消极行为反应,包括不愿给予帮助、降低喜欢程度以及信任感等[31] 。 就如同 Haidt 所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通过某种道德的镜头去看这个世界” [32]278 。 当负面品行信息启动消费者大脑进行

责任推断归因以及道德规范记忆时,消费者将会降低对于带货主播的信任感,而信任感的降低将会

影响消费者对于主播所售卖商品的购买决策。
第二,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会受到商品卷入度的调节。 H2 成立表明,带

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会因商品卷入度的不同而不同,商品卷入度高时的影

响要大于卷入度低时的影响。 对于价位高、风险大且购买频率低的高卷入度商品,主播负面品行信

息会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进而影响购买决策;而对于低卷入度商品,由于其购买风险较小

且消费者易出现习惯性购买行为,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其影响较小。 这一结果解释了带货主播出现

负面品行信息后仍有大量消费者在其直播间进行疯狂抢购这一“反常”现象。 因为这些主播在直播

间中售卖的通常是一些低卷入度商品,价格低廉且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如日用百货、食品饮料

等。 因此,商品卷入程度的差别是带货主播被爆出负面品行信息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形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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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第三,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会因个人卷入度的作用而不同。 实验结果显

示高个人卷入度购买情境下的影响要大于低个人卷入度购买情境下的影响,这一结果与 H3 相反,且
不符合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理论的相关论断,但与汪旭晖等[33] 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在传统商业

模式中,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形成一般要经历“引起注意→引发兴趣→唤起欲望→形成记忆→购买产

品”等五个阶段[34] 。 而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模式,构建了全新的说服场景,带货主播通过直

播场景设计、购物氛围感营造等物理环境可大大缩短消费者由“引起注意”到“形成记忆”的心理过

程,甚至还能通过限时、限量、限价等情境实现消费者由“引发兴趣”直接到“购买产品”的转化,缩短

消费者决策链路,促使其产生非理性冲动购买行为[34] 。 非理性冲动购买“更多是受到无意识记忆的

影响,不会有过多的意识性提取过程” [25] ,且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商品推荐人的影响而

较少关注商品质量信息[35] 。
直播电商的“短链路”特征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加工模式,在高个人卷入度情境下,消费者将会

主要关注带货主播及其所带货商品,往往来不及启动中枢加工,可能会直接受到主播负面信息影响,
从而降低信任感,并转移到主播推荐的产品或服务上[36] 。 因此,负面品行信息会使带货主播的可信

性大打折扣,从而影响高个人卷入度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相较之下,在低个人卷入情境下,消费者往

往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对信息内容进行精细加工。 在观看直播带货时,带货主播高活跃度的在线互动

可能更易使其产生社会临场感,并在社会临场感的作用下进一步产生心流体验与心理唤起[37] 。 此

时,大部分低卷入消费者会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并会在判断、认识上表现出与他人一致的行

为[38] ,这可能导致其忽视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并跟随他人下单购买。 因此,高个人卷入度相对

低个人卷入度,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的影响更显著。 此外,由于研究所设置

的高个人卷入情景为“给男 / 女朋友购买礼物” ,因此消费者也可能会考虑“面子”等问题,购买负面

品行主播所带货的商品,可能会影响自身的“形象” 或“面子” ,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 值得说明的

是,尽管研究者尝试给出一些解释,但仍然有其他可能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因此,精细加工可能性

模型理论是否适用于直播电商情景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1. 理论贡献

首先,研究将负面信息研究对象从代言人扩展到带货主播,探究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

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从理论上补充和完善了现有负面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及电

商主播属性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其次,通过引入卷入度,发现商品卷入度与个人卷

入度显著作用于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的影响效应,揭示了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

策影响的作用机制与规律。 最后,研究还发现高个人卷入度条件下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

决策影响更为显著,这对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在直播电商领域的适用性提出挑战,值得进一步研究

以探索该理论的边界条件。
2. 实践启示

首先,为规避不可控风险,企业可根据自有商品的卷入度选择不同的直播带货模式。 由于日用

百货、食品饮料和美妆护肤等低卷入度商品对消费者产生的购买感知风险较小,且多为习惯性购买

商品,即使主播存在负面品行信息也不会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日用百货、食品饮

料和美妆护肤等低卷入度商品可选择网红直播带货模式。 而对于价位高,购买风险大的高卷入度商

品,消费者受带货主播属性的影响较为明显。 由于主播负面品行信息被爆出存在未知性与不可控

性,因此,高卷入度商品需要尽量规避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带来的影响,企业主可构建品牌官方直

播间,采取品牌直播带货模式。 品牌官方直播通过品牌背书可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知,更有利于达

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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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带货主播在开展直播营销活动时应加强自身可信性,注重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 作为直

播电商的核心,主播在电商直播中肩负多重角色,既是产品代言人,又是产品信息源,同时还是交易

中间人,可以直接促成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 因此,主播能否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

消费者的信任感,是直播间交易成功关键因素。 带货主播越可信,消费者越容易产生心理内化,进而

导致对主播所售卖的商品或服务产生接受态度。 因此,带货主播在直播推荐商品时,可从“言语信

任、行为信任和情感信任”三方面加强自身可信性建设。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以及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可做进一步探讨。 首先,实
验材料选取方面,本研究两项实验所选商品均集中在生活类消费品,这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效度,
后续研究可将商品种类扩展至多维消费场景,如家居、奢侈品、教育服务等品类,以增强研究结论的

可推广性。 其次,实验设计方面,本研究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完全依靠被试的自

我评定,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被试参与动机和态度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存在社会赞许偏差。 为进一

步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后续研究可增加实验的趣味性,让被试自然融入实验中,并采取更多元的方法

拓展数据来源,如采用访谈法、引入情感分析软件等。 最后,面对带货主播的负面品行信息,消费者

可能会对主播感到不满,但又可能对其所推荐商品产生兴趣,并发生购买行为,从而产生认知不协

调,因此认知不协调理论也可作为理论视角解释在带货主播出现负面品行信息后仍有大量消费者在

其直播间进行疯狂抢购这一“反常”现象的发生机制。 同时,消费者进行疯狂抢购也可能是因为带货

主播通过道歉挽回口碑。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通过新的理论视角、加入新的变量、采用新的研究方

法,对带货主播负面品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其背后发

生机制,以丰富现有研究结论。
(崔雪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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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Negative
 

Conduct
 

Information
 

of
 

Livestream
 

Marketing
 

Anchors
 

Influences
 

Consumer
 

Purchase
 

Decision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

Ma
 

Erwei( Chongqing
 

University)
Wang

 

Dengyang(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livestream
 

shopping,even
 

after
 

livestream
 

marketing
 

anchors
 

are
 

exposed
 

to
 

negative
 

con-
duct

 

information,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onsumers
 

continue
 

to
 

make
 

purchases
 

in
 

their
 

livestream
 

ses-
sions,suggesting

 

that
 

consumers􀆳
 

purchase
 

decis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affected. This
 

study
 

employs
 

two
 

be-
tween-subjects

 

factorial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olvement,how
 

negative
 

conduct
 

information
 

of
 

livestream
 

marketing
 

anchors
 

influences
 

consumers􀆳
 

purchase
 

decisions
 

and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negative
 

conduct
 

information
 

exer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onsumers􀆳
 

purchase
 

decisions,and
 

that
 

involvement
 

plays
 

a
 

critical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Spe-
cifically,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involvement ( both
 

high
 

product
 

involvement
 

and
 

high
 

personal
 

involve-
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nchors􀆳
 

negative
 

conduct
 

information
 

on
 

consumers􀆳
 

purchase
 

decisions
 

be-
comes

 

more
 

pronounc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enterprises
 

are
 

advised
 

to
 

select
 

appropriate
 

livestreaming
 

sales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product
 

involvement,while
 

livestream
 

marketing
 

anchors
 

should
 

en-
hance

 

their
 

credibili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ivestream
 

e-commerce
 

in-
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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